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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科斯: 社会成本的性质是研究企业问题的关键 
 

华盛顿大学  Yoram Barzel and Levis A. Kochin 

 

    三十年前，《社会成本问题》[1960]的发表，改变了产业组织领域，更扩展了该

领域的范围。①本文简要评述了 1960 年以前该领域的状况，然后从几方面阐释了科斯

论文如何改变了经济学思考的方式。 

早期发展 

交易成本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经济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经济学家早就意识

到，在专业化分工的经济中，将生产要素转换成效用并不仅仅是制造和运输。他们也

意识到市场交换会受制于一些“摩擦”，即“做生意产生的成本”是正的，并且这种

摩擦成本也因买卖双方而异。在很长时间内，交易成本问题并不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

在瓦尔拉斯（Walras）模型中，这些成本常被隐含地假设为零；而在其他模型中则被

隐含地假设为无穷大。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1921）一书中，赖特(Knight)

在分析企业时间接地强调了交易成本。他所研究的不确定性——他建立企业理论的诱

因——可以被理解为风险，除了它在市场中由于成本太高而无法交易外（参见巴泽尔

（Barzel, 1987））。赖特的分析没有明确地用交易成本来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围绕

赖特的不确定性产生的一些争论也没有意识到要用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甚至与不确

定性紧密相关的成本是什么也没解释清楚。 

在《企业的性质》[1937c]一文中，科斯认为交易成本，特别是决定价格的成本，

可以直接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这个首次将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相联系的重要努力很

                                                              
 这篇论文得益于在华盛顿大学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产业组织研讨会上的讨论，尤其是得益于 Benjamin 

Klein和Harold Demsetz提供的有价值的意见。（本刊注：本文原载于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年第 94卷第 1期。为了纪念科斯教授，本刊获得了该文原版权所有者英国 John Wiley &Sons 出版公司的

授权许可发表其中文版。中文版由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童波博士研究生翻译；傅十和校译。） 
① 中括号内的日期是指罗纳德·科斯论著的发表日期(科斯的论文可参见科斯研究院网站上科斯的全部论

著目录：http://www.coaseinstitute.org。——译者注)；圆括号内的日期是指参考书目的日期（详见本文末

的参考文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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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就如赖特的分析一样遭到冷遇：两者均被广泛阅读但很少被应用。确实，如下

文所分析，科斯关于企业的观点与当时盛行的成本曲线观点不一致。《企业的性质》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广为人知，在一些大学中可能也是必读的参考文献，但

是出现在经济学期刊和教材上的只有成本曲线观点。 

交易成本和产权领域在五十年代有了多方面发展。其中之一是阿尔钦（Alchian, 

1958）的研究。阿尔钦关心的是在政府或在非营利性机构中产权缺失的问题。他认为

像这样的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定价将不可避免地难以满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价

值的准则。正如人们试图获取政府未能保护的财产那样，有价值的资源被浪费了。因

此，产权与资源分配的关联引起了特别注意。在分析产权问题的过程中，一种分析非

市场环境中如何分配资源的工具开始诞生。 

在五十年代的十年间，另一种研究逐渐发展起来了，即西蒙（Simon, 1955）的

关于满意（satisficing）的概念。西蒙与前人观点的根本差异是：他明确认识到获取

和处理信息是有成本的。人们无法准确地知道他们问题的最优解是什么。个人或企业

并不是自动地进行最优化；因为“摩擦”会叠加在这种分析中。西蒙的方法产生的主

要观点是负面的：这个世界并不像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模型所描述的那样运行完

美。① 然而，西蒙的观点并没有衍生出其他正面、清楚的进展。 

五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来自阿隆·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② 迪雷克托

在研究诉讼问题方面的经历似乎使他意识到当时的学者对于垄断的各方面的分析是

不恰当的。公认的分析认为垄断是一种巨大的冷酷的力量。以迪雷克托为中心的经济

学家和律师们开始对这些新问题进行讨论，他们质疑这种垄断力量到底有多大。同时，

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对垄断力量其他微妙方面的讨论；关于这一点，IBM 的穿孔卡片 

(punch-cards) 的定价惯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定价行为被解释为从使用他们的

机器中榨取高额垄断租金的工具。阿隆·迪雷克托的疑问使他意识到：表面上看起来

是垄断的操作，也许实际上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例如，维持零售价格也许可以阻

止消费者免费获得销售者的信息（Telser, 1960)。 

哈耶克（Hayek）在 1937 年以及斯蒂格勒（Stigler）于 1961 年均注意到信息问

题是交易成本的核心。哈耶克强调在作资源配置决策时需要信息；同时他指出了一种

                                                              
① Harvey Liebenstein（1966）关于X效率的概念使用了相同的论断方式。 
②迪雷克托对于经济学的贡献是心授传统（oral tradition）的最极致的表现：他对文献的主要影响基本上

是通过其他人的著作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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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以有偿提供社会合意的信息的机制。虽然这些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但经济学

文献并没有将其纳入。斯蒂格勒的核心贡献是使“信息”这种商品成为经济分析的内

容，运用常规的方法来分析这个非常规的商品。 

这些单个的观点中所缺失的——或者更应说，所有这些研究中整体缺失的——是

一个连贯的、统一的分析框架。虽然直到五十年代末，这些观点都还是相互独立，但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间，这些观点似乎开始整合起来。 

《社会成本问题》的发表 

我们相信，可以用一个引人入胜的实例来展示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1960]

中提供的使不同观点达成统一的力量。① 这个力量如此强大、普遍，在它席卷经济学

界时，也使得《企业的性质》首次和经济学的思考方式融合在一起。这个分析经济问

题的新颖方法导致了不同领域及其采用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产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由于“科斯定理”而变得广为人知。然而，我们想先考虑

该文的另一特色——明确区分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世界与我们所生活的交易成本昂

贵的真实世界。虽然在众多经济学分析中，交易成本常被暗含为忽略不计，但正的、

有时甚或是无穷大的交易成本的假设也经常被采用，导致分析的不一致以及混乱。对

垄断的标准分析就是分析中途转换假设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几乎没有哪个垄断模型

需要垄断者花费资源去决定他们需求曲线的位置，这就暗含着获取信息不需要任何成

本。然而，这与人们常说的交易成本过高的看法相矛盾：所有产品的售价相同是因为

垄断者实行价格歧视的成本“太高”。这种假设不一致的另一个例子是广告。做广告

是因为人们相信消费者不知道商品的性能。然而关于广告分析的模型常常假设信息是

免费的。 

科斯明确地把交易成本为零和为正的模型区分开来，这使经济学家意识到在做分

析时必须说清楚交易成本的假设前提。把一个模型的结果作为另一个模型的基础来推

出新的结论，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①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上的开创性的见解首次出现在他关于广播业的一篇文章中，即《美国联邦通信委

员会》[1959]。有关受损方与制造损害的一方都须承担损害责任的论点已经在那篇文章中全部说明了。

该文中科斯关注的是在面临行政干预时收音机频率的分配。显然，如果B台因为A台而受到损害，那

么B台必定处在运行状态；同样，如果A台干扰了B台的话，也必定是A台在运行当中。比起其他情

形，这种情形中认识到双方位置的对称性比较容易；然而，如要考虑更一般的情况，则需要思考上的一

个巨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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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强烈评判庇古（Pigou）基于站不住脚的隐含假设来作政策建议，因为庇古

假设政府（而不是个人）采取某种措施时特定交易成本为零。在讨论“邻家草更绿”

（grass is greener）的逻辑谬误时，德姆塞茨（Demsetz, 1969）步科斯后尘，剖析了

其他案例来比较交易成本高的“现实”情况与没有交易成本的“理想”状态。 

更重要的是，在交易成本高的情况下，不管交易成本是发生在市场还是政府，科

斯指出必须比较在不同制度环境下采取的措施所产生的后果。经济学家已越来越关注

不同激励结构下所产生的组织行为的差异。这种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副产品是使经济学

家意识到在实证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政府的作用可以是合适的研究内容。 

科斯定理 

现在我们回到科斯定理上。该理论是指当产权界定完全清楚时，不管产权如何分

配，产出总是有效率的或者说能达到帕累托最优。① 该理论是如何与瓦尔拉斯模型保

持一致呢？没有摩擦的竞争性市场体制的一个主要假设是产权界定完全清楚，其主要

结论之一是经济总能达到帕累托有效。所以二者的一致性至少表现在共用一个基本假

设以及共得一个主要结果。 

然而与瓦尔拉斯模型相比，科斯定理在更一般的条件下也成立。它并不需要关于

竞争的任何假设。因此，不管参与者的数量有多少，科斯定理都成立。②在 1960 年科

斯定理阐述前，人们都知道能实行完全价格歧视的垄断者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在

1960 年前常用的零交易成本假设下，拥有垄断力量的个人为了最大化收入总会进行

完全价格歧视。因此，当产权界定清晰时，垄断就不会产生扭曲。这个结论并不为人

所熟知；我们也不清楚科斯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个结论，因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

中并没有提及垄断问题。 

在《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之后，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产业组织的研究重点经历了重

大改变，这种改变似乎更应归功于那篇文章所导致的经济学研究方向的转变。在 1960

年前，产业组织经济学家主要关心垄断力量的特点和程度，垄断力量是属于单个买者

还是单个卖者，是寡头垄断、卡特尔还是其他形式，以及保持这种垄断力量的方式。

                                                              
① 该理论清楚地说明了只要责任明确，如果 A 对 B 的损害增加 1 美元，那么他向 B 的支付必须增加 1

美元。当A须承担责任时这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当B需担责时，即当A拥有损害 B的权利时，同样

如果 A对 B的损害增加 1 美元时，B对 A的止损支付将下降 1 美元。因此，无论责任到底分配给谁，

对于A来说，损害B的成本都不变。 
② 然而，关于竞争的假设并不是多余的，它有助于同时决定资源配置和分配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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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贝恩（Bain）和斯蒂格勒都是这样。然而这些问题已经较少出现在今天的期刊

上。了解科斯定理后就比较容易重新解释垄断者行为。 

垄断者的行为并不必然带来更多的扭曲。相反，推论应该是如果一个行动能降低

扭曲的程度，那么，采取这种行动的动机就越强；总的财富因此而扩大，垄断者由此

而获利更多。这个新的观点导致了另一个同样深刻的观点变化。在理想情况下，垄断

行为并不会导致任何扭曲。在现实条件下，垄断者有可能会从降低的扭曲中获得一部

分收益，甚至有可能会最小化这种扭曲。如果连扭曲是否存在都不清楚的话，通过政

府干预来防止或减少扭曲的论点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服力。 

有些人认为科斯定理是不言自明的。然而，甚至一些肯定熟悉科斯定理的人也会

忽视科斯的一个主要洞见。在塔洛克（Tullock）和波斯纳 (Posner) 关于垄断成本的

讨论中，形成的新观点是：相关的扭曲超过了“福利三角形”（welfare triangle），其

大小和垄断利润相当，因为人们会花费资源来确保证垄断地位。如果产权界定明晰的

话，这个新观点则与科斯定理相矛盾。即使只考虑公共领域产权的情形，这些作者们

也无法论证他们的观点。 

科斯的新方法很快吸取了前述迪雷克托心授相传的关于垄断和一般商业运作的

研究。反思一下的话，迪雷克托的方法似乎倾向于科斯分析方法所包含的结论，因此

当科斯的结论出现时，这两种方法的融合就变得很快了。 

企业理论 

在企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所扮演的角色成了知识界

的一大谜题。仍在教材中占支配地位的传统观点是基于两个重要主张：第一个主张是

要素价格和技术决定了生产单位的最优规模；第二个主张是在第一个主张中所决定的

生产单位就是企业。在竞争条件下，一个企业的规模也就是能最小化平均成本的生产

单位的规模。之所以能推出这些结果，是因为假设了所有相关信息的获取都是免费的，

并且每一种要素均以社会最优的速度运作，无需监督管理。①是否应按小时还是按计

件来雇佣工人？如何定价？应该拥有资本还是租赁资本？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因第一

个假设而被抛开。第二个假设回避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生产单位使用的生产资源必须

在一个拥有企业法律身份的组织内使用？这些问题的答案绝非容易。 

于是，现实观察到的情况是否与理论相一致的问题便产生了。而答案是否定的：

                                                              
① 关于这个问题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已经做了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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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企业理论在事实面前非常牵强。为了与观察到的行业内不同规模的企业共存这一

事实相一致，不同企业的平均成本的最低点必须从一个单一值——一般教材的分析和

图示所推出的那样——延伸成一个很大的区间。与之对应的生产函数必须相当特殊。

传统理论清楚地推断企业都只有一个工厂，这种观点毫无用处，因为事实上很多企业

有不止一个厂。传统理论在纵向合并而成的企业面前更加牵强。传统理论似乎只分析

单个生产过程，意味着我们只会观察到一层的纵向生产过程，尤其是在生产设施分离

的情况下。例如，汽车装配企业——装配线是生产汽车的横向过程的一层——事实上

就是购买在装配中使用的轮胎、电池等配件。① 这些观察使得传统理论黯然失色。而

给予传统企业理论致命打击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显然具有最优规模的工厂并不以一

个企业来运营，而是以许多不同的企业一起来运营。例如，在被称为“办公大楼”的

工厂里工作的人，通常被多家企业雇佣。② 

似是而非的证据本身并不会导致实际工作者放弃一个理论，所需的则是另一个替

代性理论，这种说法通常看上去似乎是对的。就企业理论而言，自 1937 年《企业的

性质》发表以来，可替代的理论就已经存在了。然而，至少到六十年代早期前，这个

理论并没被认为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科斯的企业理论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在 1960

年前，想研究交易成本问题的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完全依赖于科斯 1937 年的文章，但

科斯自己并没有在《企业的性质》中对交易成本进行详细阐述。对交易成本的详细阐

述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在那篇文章中，关于交易成本的讨论简短、含糊，看起来经济

学家那时还没有作好准备来处理这个难题。 

《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揭示了当交易成本为正、产权未被明确界定时，科斯定理

明确指出有成本的交易必定会降低可达到的产出水平。因此，《社会成本问题》指明

了给定投入时所能达到的产出与管理这些投入的组织形式的关系，从而为研究企业提

供了关于交易成本的有益的详细论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经济学家试图将有交

易成本的生产问题与组织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之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 1972 年的论文以力图构建一

个企业理论而闻名。虽然他们提供了一个科斯企业理论之外的理论，但是他们所研究

的企业本质上仍是交易成本现象——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对与各种投入、产出中的测

                                                              
① 这种一体化的程度并不能单独由技术来解释；在日本企业外购部件的比例要远多于美国企业。 
② 中间情形是企业拥有供应商或消费者的部分利益，这也并不少见。许多丰田的独立供应商同时也是被

丰田部分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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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监督等相联系的成本作出反应。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识到成本函数中的不同部分

可能与不同的交易成本相关，尤其是测度每个生产单位对产出的贡献所引起的成本；

尽管如此，是后者（交易成本）而不是前者（成本函数）成为企业存在的基本力量。

随后出现的关于企业理论的论文，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詹森与麦克林

（Jensen and Meckling，1976），克莱恩、克劳福德和阿尔钦（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1978），张五常（Cheung，1983）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 

1986）等，全都基于交易产生的成本。这些成就远不仅仅是对科斯企业理论的详细阐

述，更是对科斯的社会成本理论的应用。 

对行为的自发的非价格约束 

对于实际合同的研究产生了一个主要的有益的附带效应：揭示了一个区分无摩擦

经济与交易成本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些合同表明：在有交易成本的经济中，人们可能

会同意约束他们的行为，但是没有摩擦时，这种约束就变得不重要了。因此，比如在

一个无摩擦的世界里，即使每个工人专长于某个中间生产环节，他们也可能选择自己

创业。当信息成本为正时，工人可能同意放弃直销他们自己的产品以及相应的随心所

欲行动的自由，而选择出售自己的劳务。 

如果合同的各方认为一个条款会直接提高、或者通过合同规定的适当补偿方式会

提高合同对其的净价值，那么合同的各方都会同意这样的、改变已有合同的条款。如

果一个条款可以提高合同的总价值，但会增加其中一方当事人的成本， 那么一个双

方都偏好的新的合同就有可能达成。当一个合同限制双方的行为时，各方肯定认为这

种限制对自己的财富的净效应是正的。对合同的研究基本上揭示了这些观察，从而给

经济学家提出了挑战：如何解释一些合同施加特殊的限制条件？这与之前的经济学家

几乎只关注如何解释价格和数量很不相同。① 

步科斯后尘的关于合同的研究中，最早的、即使到目前为止也是最杰出的研究之

一是张五常（Cheung, 1969）关于分享合同的论文。分享合同因其租值消散（dissipation）

有利而遭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批判因其租值消散（dissipation）有利。张五常指出在适

当的合同约束下，租值消散是可以被消除的。张五常的研究也是最早将交易费用假说

                                                              
① 凯塞尔（Kessel, 1958）认为社会团体中的会员资格（一个配置资源的非价格方法）是实践中实行价格

歧视的有效手段。经济学家，尤其是凯塞尔，似乎并没能将这种非价格手段的应用一般化。凯塞尔本应

该可以指明社会歧视也可以出于有益的目的：可稳定社会凝聚力、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但他没能指出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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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经验检验的研究之一。① 

对合同的研究也自然地揭示了不同交易成本的属性，比如，寻找交易伙伴的成本、

拟定合同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也揭示了一个律师们所熟知的事实——交易

有非常多的特征，即使在最简单的交易中，要涵盖每一个可能的不测事件也会产生非

常昂贵的成本。这个观点与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商品是简单、容易交易的实体的观点完

全相反。只有当同质商品假设的有用性遭到质疑时，人们才会问到非同质的商品应该

如何处理。阿克洛夫（Akerlof）在他的“柠檬市场”（1970）中首次研究了异质商品

问题，其后有很多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② 

产权与经济组织 

研究产权的形成和界定是探究经济问题的另一方法。在庇古之后关于类似污染问

题的文献中，最常用的概念是外部性和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这些概念与可观

察到程度并不能直接对应；而要使这些概念变得有可操作性，需要先建立一系列完整

的环节。因此，这种分析框架没能产生多少可讨论的命题也毫不奇怪。 

科斯利用产权来描述他的理论，并探究了许多法律案例，从而提出了这些前端的

问题：人们实际拥有什么？他们是如何修改他们的产权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对产权的

研究以及对通过合同转让产权的研究。既然所有权是现实行为的一个属性，它必有一

个能观察得到的对应物，因此应该有办法使得所有权具有可操作性。当人们相互交易

时，可以各自从中获利。为了从已有蛋糕中获得更大份额，各人都愿意花费资源；如

果避免蛋糕缩小的行为能得到奖赏，那么所有人都可因此而获利。前者导致了个人成

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偏离，后者则意味着这种偏离可以达到最小。在追求上述目标时，

人们将会舍弃各自的一些权利。产权研究有助于发现租值耗散的行为以及减少租值耗

散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强调产权、合同以及两者和人们相互之间产生的互利或互害影响的

关系就将人们直接带回到了与组织和企业的经济学分析相关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了

企业的存在是交易成本现象。正如现实中所观察到的，企业不但规模各异，其组织结

构的多样化程度也很惊人。这些组织形式包括合伙、合作社、特许权、公开上市公司

                                                              
① 另一个较早的例子是德姆塞茨（1968）关于交易成本假说的检验。 
② 这些研究包括Arrow (1973)，Spence (1973)，Stiglitz (1975)，Holmstrom (1979)，Klein 和 Leffler (1981) 

以及 Barzel (1982)。然而不同于科斯，这些研究都指出相关租值耗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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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时也包括像从家庭到高尔夫俱乐部再到大学管理部门等各种各样的非盈利企

业。 

基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关于组织的含义而产生的一批研究中，仅有少数几

篇重要的论文论述详细。其中最早的论文之一是德姆塞茨 (1967) 关于产权形成的研

究。在该文中，他简单但有说服力地表明对于起初属于公共领域中的资源，当其价值

提高时，其产权会得到界定。在他的例子中，如经济殖民探险、畜牧、动物毛皮资源

等，都产生了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 

威廉姆森（1975）以及克莱、克劳福德和阿尔钦（1978）的研究看起来是基于《企

业的性质》一文，但如前文所述，它们更像是直接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衍生而来。

这些作者并不满足于只研究企业的规模，他们更追问为何企业会采用某种特殊的组织

结构。尤其是他们试图解释为什么企业会采用不同程度的纵向一体化。他们提出的主

要解释是：防止获取准租金的事后机会主义行为。交易各方都很难界定清楚这种准租

金的产权，除非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否则这些准租金会由于竞争而消失。他们认为

交易各方通过纵向一体化就可以避免租值耗散。 

张五常（1979）关于香港房租管制的研究似乎是第一个反驳科斯定理的。他表明

产权分配的变化会对新建房屋的投资率产生重大影响。但如果考虑正的交易成本的

话，这个显然的矛盾就消失了。1968 年，香港法院改变了关于房租管制法的通行解

释。这种改变的后果是，居住在受租金管制的公寓里的房客与房东的交易成本大幅度

降低了。这种交易成本上的变化导致了所有权方式也发生改变，房东可从房客那里回

购改建更合算的公寓；买回后这些房子就可以拆除新建。因此，这便说明了，在交易

成本高的条件下，产权界定的变化确实会影响资源的配置。 

科斯的研究促进了关于法律制度演进的实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这个领域中最重

要的、多产的作者是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波斯纳的一个理论组成部分

直接源自于《社会成本问题》，即普通法系的法官分配产权的原则是产权重新分配后

能使成本最小。  

科斯观察到⋯⋯在解释公害普通法原则（规定治理污染以及类似的干扰财

产使用行为的原则）方面，英国法庭已经判决过一些案例，所采取的原则似乎

与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分析相一致。事实上，法官们表现出来的对经济学的把握，

即便是全凭直觉，也比经济学家们更深刻。——波斯纳（1981，p.4）① 

                                                              
① 参见波斯纳（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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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范式也引发了一个新的会计理论基础的发展。会计人员早已认识到：他

们记账程序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委托人的需求来记录当事人的活动。新会计理论力图解

释标准的会计技术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从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代理理论

已被公认为是所有严肃的会计学研究的核心。① 

结束语 

在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交易成本的影响，尤其意识到信息成本对

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赖特、哈耶克以及科斯在二战前就认识到这些成本在经济组织

中的重要性。然而，直到 1960 年《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之后，经济学家才明白如何

使交易成本的分析变得可行。随着对这些观点的理解上的深化，经验研究也变得更普

遍了，包括全新的应用——比如合同理论；也包括传统领域里的应用——比如比较计

件工资和计时工资。 

如今，这些新的工具已被广泛用于研究合同问题上；同时也扩展到其他领域，比

如会计、政府运作以及法律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所分析的人类关系的范围

得到了极大地扩展，从几乎只专注于市场活动扩展到其他一系列不受价格支配的广泛

领域，包括组织的内部运行、法律系统以及政府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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